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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规合一背景下上海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思考与实践

邵一希1,2

（1.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上海 200072；2. 上海市国土资源调查研究院，上海 200072）

摘　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迫切需要构建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的空间规划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等“多规合一”。本文分析了目前“多规”在空间统筹、规划体系、实施机制方面存在的问

题，结合“多规合一”背景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趋势和要求，介绍了上海新一轮规划从“保障发展”到“底线控

制”、从“各自为政”到“全域统筹”、从“科学发展”到“有序实施”、从“规划合一”到“体系完善”四个方面的

探索和实践，为国家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特大型城市推进“多规合一”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土地规划；空间治理；多规合一；用途管制；三线划定

中图分类号：F30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1329(2016)04-0010-04

doi:10.3969/j.issn.2095-1329.2016.04.003

收稿日期: 2016-11-22
修订日期: 2016-12-12
作者简介: 邵一希(1984-),男,硕士,工程师,上海

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上海市国土资源调查研究

院)土地利用规划所副所长.
电子邮箱: conanshao@126.com
联系电话: 021-56618396

1 背景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多规合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有着一系列的部署和要求，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

提出“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快规划

立法工作，形成统一衔接、功能互补、相互协调的规划体

系”，“探索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三

规合一’或‘多规合一’”。2014年，国家发改委、国土

资源部、环保部、住建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市县“多规

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形成“一个县（市）一本

规划一张蓝图”的管理目标。2015年，国务院印发《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强调“构建以空间治理和空间

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

空间规划体系”。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强城市总

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推进两图合一”。通

过梳理，可以看出建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思路越来越清

晰，其中的关键词主要包括：“多规合一、生态文明、用

途管制、空间治理”等。

2 问题与思考

2.1 规划种类繁多，缺乏全域层面的空间统筹

在规划期限上，既有城乡规划等长远战略性规划，也

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中期落地型规划，还有国民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等短期项目型规划，短期利益与长远愿景之间

常常存在差异[1]。在规划底数上，各类规划用不同的基础

数据，统计口径、工作内容、管理方式不统一。在空间布

局上，各类空间规划分属相应的职能部门组织编制，这就

难免掺杂部门利益而非纯粹的公共利益，当核心利益冲突

时，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往往难以有效发挥，缺乏全域层面

的统筹，导致空间资源的无序配置[2]。

2.2 规划体系庞杂，各类各层级不够清晰

一方面，各类规划的职能分工有待明确，两种主要的

空间规划中，城乡规划侧重于城市化地区，强调战略引领

和空间布局，但对非空间因素考虑不足；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强调保护耕地和生态空间，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严格限

定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转为建设空间，但在宏观层面规划

缺乏战略引导、微观层面对城镇建设、农业生产、生态保

表1  “多规”基本情况
Table 1   Multi-Plans general information

国民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城乡总体规划
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

法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

审批部门 本级人大 国务院、上级政府 国务院、上级政府 本级人大、政府  

规划期限 近期
（5年）

中远期
（10 -15年）

中远期
（20年）

近期
（5年）

规划定位 
定目标——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

的总纲领

定指标——国家
实行土地用途
管制的基础 

定坐标——统筹
安排城乡发展
建设空间布局

定达标——维护
区域生态安全的

重要手段

规划底数 

没有统一的底图
数据坐标，有具体
的技术规范和
编制导则 

使用全国统一坐标
系统，有具体的
编制规程、技术规
范、数据库标准

没有统一的底图
数据坐标，有具体
的编制规程、技术

规范等 

没有统一的底图
数据坐标、编制
规程和技术标准 

编制部门 发改委 国土部门
规划局

（住建部门）
环保部门

规划实施
重大项目建设/
政府工作报告

年度用地计划 近期建设规划/
一书两证 

环境保护重点工
程/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管控 目标体系刚性不足 刚性管控
刚性不足，
弹性有余 考核化管控

规划评价
优势

政府重视程度高
强有力、闭合的

管理手段
规划体系、
技术方法成熟

契合国家发展
趋势

规划评价
劣势

缺乏空间支撑，
难以落地

重指标管理，
轻空间布局

重城轻乡，
重发展轻保护

没有全面推广，
属于五年计划中
的一个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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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空间内部的细化安排不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非

空间内容为主，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环境质量管理为主，

对空间方面的安排和管控内容较少。另一方面，规划各层

层级间的关系不尽合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强调五级规划

指标层层分解，用途层层落地。其他规划均不同程度的存

在上级规划对下级规划约束性较弱的问题。

2.3 规划法制建设薄弱，实施机制有待完善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法

制化建设较为滞后，亟需在法律层面明确各类空间规划编

制和管理的规范；二是缺乏对规划实施的评估、跟踪和反

馈，规划“选择性”实施的现行普遍存在，规划在时序上

的安排和保障措施有待加强；三是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

和制约机制，缺乏公众、同级人大、上级政府监督的路径

和手段。

3 趋势和要求

3.1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的根本目标

随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城市空

间治理和空间用途管制方式也将随之转变。而这种转变需

要兼顾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运行导向。因此，空间规划

的编制和实施必须围绕目标形成价值定位，围绕问题形成

解决策略，围绕运行完善实施机制。

3.2 促进结构布局优化是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核心任务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我

国已从工业化中期阶段迈向后工业化阶段，上海等许多城

市已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的紧约束，空间规划的核心任

务是通过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对城乡和区域进行综合调

控，以规划土地管理理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带动经济社会

发展理念和方式的转变，以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倒逼城市

发展的转型[3]。

3.3 城镇、农业、生态空间用途管制是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的主要内容

与以往快速城镇化阶段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单目标模

式相比，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逐步转向注重经济、社会和生

态效益的统一，注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引领下的多维度可持续发展目标[4]。空间规划需

要重点研究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的统筹协调。

3.4 健全规划体系和管控措施和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

重要保障

经济发展目标、生态环境改善目标和社会进步目标的

协调，城镇、生态、农业三大空间的统筹，需要空间规划

体系由多元化逐步走向“多规合一”，需要通过规划体系

的变革实现全空间的战略引领、结构引导，通过空间要素

统筹实现全类别的资源整合、要素管控，通过管控措施完

善实现全要素的底线控制、刚柔并济。

4 上海的探索与实践

上海以新一轮“两规融合、多规合一”工作，以城市

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两个空间规划为核心，衔接

主体功能区规划各项要求，并整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及各类专项规划中涉及空间安排的要素以及相关政策，

通过基础数据、技术方法、指标体系、空间布局、管理机

制、规划体系等合一，实现一本规划、一张蓝图。

4.1 从“保障发展”到“底线控制”

（1）适应当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

一是资源环境紧约束成为土地利用的新常态，上海

市常住人口达到2425万人，建设用地规模超过3100km2，

陆域国土开发强度超过45%，逼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

限。二是环境友好、经济发达、多元包容成为市民的普遍

期待。“上海2040”公众愿景调查的结果显示，调查对象

普遍关注“环境友好、经济繁荣、安全宜居”等问题。三

是可持续、宜居安全、创新能力成为全球城市建设的主要

短板。根据英国拉夫堡大学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
从全球经济联系维度的权威排名，上海2014年已经升至第7
位。知名智库普华永道最新发布的《机遇之都6》中，上海

整体排名第20位，其中经济影响、门户城市维度分列第5和
第9位，健康、安全和宜居性仅列第17位。

（2）提出新一轮规划的底线控制目标

围绕“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总目标和“更具竞争

力一座繁荣创新之城、更具可持续发展能力一座健康生态

之城、更富魅力一座幸福人文之城”的分目标[5]，提出人

口总量、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城市安全四条底线，实现

规划建设用地负增长和现状建设用地减量化[6]，从传统的

“增量规划”迈向“减量规划、存量规划”。

（3）发挥土地利用规划定底数、定底盘、定底线的

作用

定底数方面，新一轮规划以“二调”连续变更数据作

为规划基数，兼顾原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和城市用地分类，

形成“两规合一”的分类体系。定底盘方面，新一轮规划

围绕“总目标—分目标—策略—指标”的逻辑构建了“两

规合一”指标体系；同时发挥土地利用规划指标层层分解

落实的优势，构建了涵盖“总量—增量—结构—效益”四

方面土地利用规划核心指标体系。定底线方面，从资源环

境综合承载能力、城市生态安全和城市功能出发，划定永

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通过优先锁

定上海粮食安全底线、锚固市域生态空间格局、瘦身划定

城市增长边界线，率先锁定了上海未来城市空间发展和土

地利用的底线格局。

4.2 从“各自为政”到“全域统筹”

（1）将“三线”划定作为全域统筹的重要手段

新一轮规划在上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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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空间规划合一，划定“集中建设区、工业区块、基本农

田”的基础上，以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三大空间的适宜性、

限制性评价作为规划依据，分别衔接农业布局规划；划定

以“永久基本农田”为核心的农业空间，衔接生态网络规

划和环境保护规划，划定以“生态保护红线”为核心的生

态空间；引入主体功能区理念，划定以“城市开发边界”

为核心的城镇空间，以“三线”作为落实国土空间管制的

重要手段，统筹专项规划，并在时间维度上，与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做好衔接，贯穿规划编制、实施、管理等多

个环节，实现“多规合一”。

        

               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                                   城市开发边界

图1　上海市“三线”划定成果示意图
Fig.1   Three-lines delimit of Shanghai

（2）以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两大空间

规划的理论方法作为全域统筹为重要支撑

一方面发挥城市总体规划定性、定位的优势，优化

市域总体结构，形成“主城区—新城—新市镇—乡村”组

成的城镇体系；结合城镇空间及人口布局，形成由“市级

中心（市中心、副中心和新城中心）、地区中心、社区中

心”构成的中心体系；以区域交通廊道引导空间布局，形

成“枢纽型功能引领、网络化设施支撑、多方式紧密衔

接”的交通体系；加强区域生态衔接，统筹绿地、林地、

耕地、河湖水系等各类生态要素，构筑市域生态网络体

系，构建全域统筹的总体格局。另一方面发挥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定量、定策的优势，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

力、生态环境承载力、地质环境承载力四个方面构建指标

体系，运用多因素多因子综合判别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手

段[7]，分别对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进行适宜性

评价、限制性评价，通过调查、分析、诊断、预测，作为

全域统筹的科学支撑。

（3）以“市—区—镇（乡）”各层级城市总体规划

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全域统筹的法定载体

按照市级规划定规模、定系统、定结构；区级规划

主要功能区块落地，确定控制指标；镇级规划精确落地、

图斑管理的总体思路，“三线”在市、区、镇三级应分别

是“结构线、政策区控制线、落地图斑线”。如永久基本

农田，市级层面确定基本农田集中区，分解指标，并优先

划定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区级层面划定基本农田保护

区，并作为基本农田管理的基本单元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对专项规划和下位规划的管控要素；镇级层面划定基本农

田保护图斑，实现建档立册、上图入库。如生态保护红

线，市级层面构筑环杭州湾沿岸、长江上游、吴淞江上

游、黄浦江上游等区域性生态廊道和“双环、九廊、十

区”多层次、成网络、功能复合的市域生态空间格局。区

级层面实现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息地等

现状生态要素以及生态廊道、生态间隔带等规划生态空间

的全面落地，镇级层面进一步划分为底线型、严控型、修

复型、休憩型四种类型，深化建设和保护要求。如城市开

发边界，市级层面按照“一城、两轴、四翼，多廊、多

核、多圈”的空间结构，确定全市城市开发边界的总体布

局；区级层面落实规划建设用地负增长的要求，划定城市

开发边界的外包线；镇级层面按照以拆定增的要求，在城

市开发边界内划分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

4.3 从“科学规划”到“有序实施”

（1）探索管理创新

一方面建立“3+X+Y”的控制线体系，“3”指永久

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X”是总规

空间控制线，包括工业区块、历史风貌保护区、次干道及

以上的道路、骨干河流蓝线等，“Y”指市政控制线，包

括次干道以下道路、非骨干河流蓝线、黄线、绿线等其他

各类市政控制线，从而基本实现全域土地的规划精细化管

控。另一方面，建立规划实施的动态监测、定期评估和及

时维护制度，对总体规划确定的各项指标进行跟踪监测，

及时了解和评估规划目标实现程度，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

整相关实施策略，并指导近期建设规划、年度实施计划的

编制。

（2）加大存量利用

总量锁定、增量递减的情况下，必须以存量用地作

为土地供应的主要方式。存量利用方面，一是注重功能提

升，通过规划引导、制定更新计划，聚焦产业转型和城市

功能升级；二是强调区域统筹，避免单纯项目导向和更新

地区碎片化，促进城市协调发展；三是公共利益优先，为

地区提供公益性设施或公共空间的、增加风貌保护对象

的，可获得建筑面积奖励，在承担公益性责任的前提下，

允许原权利人按照规划调整土地用途；四是强化风貌保

护，鼓励采用绿色、低碳、生态新技术，实现节能环保。

（3）促进减量实施

以郊野单元规划作为落实用途管制、细化实施路径、

实现多规合一的减量规划实施平台。郊野单元规划向上承

接落实“市、区、镇”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管制任务要

求，向下关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收入长效增长需求，通

过全域用地的“增减挂钩，流量管控、结构优化”，淘汰

复垦有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工业用地，适当归并零星

分散的宅基地，并将减量的建设用地空间按一定比例转化

为可供开发的新增用地空间，或者安排到规划布局合理、

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土地开发效益较高的区域，将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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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反哺实施减量的集体经济组织，提升用地效率、生

态品质、规模生产水平。实现传统的土地整治、耕地保

护向生态环境、城乡统筹、产业结构优化的综合效益提

高转变，向数量、质量、布局、景观、文化五位一体的

耕地保护转变。

（4）建立空间留白机制

弹性应对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提高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对新产业、新业态的适应性和灵活性[8]。一是规模留

白，主要针对现状非建设用地区域，预留未落图的规划建

设用地指标，保障区域性通道、重大基础设施用地。二是

用途留白，在“两规”确定的城市开发边界内，但下位城

市规划不确定具体的用地性质，结合市域功能布局调整，

明确对留白空间的规划引导和落地。三是时序留白，“两

规”确定的城市开发边界内确定了具体用地性质，但须待

规划事前评估通过后允许项目实施，从而控制土地供应节

奏，调控土地使用供需关系。

4.4 从“规划合一”到“体系完善”

（1）实现区、镇（乡）级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成果合一

全市层面，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两个主

要的空间规划做到同步编制，同步报批、方案一致、内容

互补，在成果上分别根据住建部、国土资源部要求，形成

两套成果；区、镇（层）城市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做到规划内容融合、成果形式合一、法定程序同步、实

施管控完善。在现状分类、指标体系、用途分区、空间管

制上均实现了一套成果表达。

（2）完善“总体规划—单元规划—详细规划”的规

划体系

总规层面，总规层面城市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确定功能定位、指标体系、城镇体系、交通体系等，

发挥“定底数、定底盘、定底线”的作用，划定永久基本

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单元规划作为总体

规划和详细规划之间的桥梁，作为存量规划时代政府保障

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对社会民生类、基础设施类专项规

划进行落地和空间整体引导，实现跨行政区范围的政策统

筹，包括中心城单元规划、特定政策区单元规划和郊野单

元规划；在总体规划和单元规划的指导下，城市开发边界

内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城市开发边界

外编制村庄规划、专项规划，指导各项城乡建设活动。土

地整治区范围内编制土地整治规划设计，指导各项土地整

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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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land use reg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nifying “multi-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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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aces an urgent need for a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that incorporates 
spatial regulation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such a system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ective rural and urban planning, and unify plans for land use.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existing “multi-plans”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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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iscusses four prerequisites put forward  in the concept of urban population bearing capacity. These 
ar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mains unchanged; the production technical level remains unchanged; constraints of 
resource endowment are upheld; and environmental capacity constraints are recognized.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from a 
dynamic, flexible, and systematic perspective, scientifically identifying the "maximum urban population bearing capac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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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patial planning and then introduces Shanghai’s new master plan as an example of a national reformation of a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The study describes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of unified “multi-plans” in megacities:  (1) from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bottom line control,” (2) from “Individual Plan” to “Coordinated Plan,” (3) from “scientific plan” to “orderly 
implementation,” and (4) from “unifying plans” to “system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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